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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型贫困家庭的贫困表征、生成机制与治理路径
*1

田北海 王连生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农村减贫与发展研究中心，湖北武汉 430070)

【摘 要】:支出型贫困是指因某些风险经历造成家庭刚性支出过高，远远超出家庭承受能力，使家庭基本生活难

以为继的贫困类型。支出型贫困家庭多分布于低收入社区，其典型特征是:家庭劳动力少、教育负担重，家庭关系

网络资源贫乏且风险遭遇多发，普遍面临收支缺口大和生活资料匮乏等困境。支出型贫困家庭可分为单因突生型、

单因渐生型、多因突生型、多因渐生型四种类型，从前者到后者，其贫困复杂程度渐次加深。重大疾病、意外伤残

等风险遭遇是支出型贫困的直接诱因，家庭韧性弱是支出型贫困的内在根源，家庭成员发展动力不足是支出型贫困

持续的主观原因，社会保障不足是支出型贫困的外在结构因素。为此，支出型贫困治理应着眼于提高贫困家庭的家

庭韧性，优化贫困家庭的发展环境。

【关键词】:支出型贫困；家庭风险；家庭韧性；生成机制；治理路径

【中图分类号】:C9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18)03－0027－10

一、问题的提出

自“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精准扶贫成为贫困研究的热点问题。精准扶贫的基本原则是分类施策、

因人因地施策和因贫困类型施策。传统的扶贫主要聚焦于收入型贫困，较少关注支出型贫困，即因重大疾病、子女上学、突发

事件等因素造成家庭刚性支出过大，远远超出家庭承受能力所导致的家庭贫困
［1］

。在传统扶贫格局下，支出型贫困家庭长期处

于社会救助与扶贫开发的“夹心层”
［2］

，得到的支持相对有限。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支出型贫困及其治理问题日益凸显，并

日渐成为精准扶贫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相对于收入型贫困而言，学术界对支出型贫困的研究还很不够。从研究视角来看，在为数不多的成果中，学者们多关注重

病、上学、突发事件等风险遭遇对支出型贫困的影响
［3－4］

。风险遭遇固然是支出型贫困的诱因，但并非支出型贫困的充分条件；

遭遇高支出风险的家庭能否避免陷入支出型贫困，关键在于家庭韧性，即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此外，社会保障是否完善也是

支出型贫困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从研究对象来看，相关研究多以个体为分析单位，较少以家庭为分析单位。事实上，支出型

贫困与家庭的刚性支出和承受能力密切相关，以家庭为分析单位更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支出型贫困的群体特征、贫困现状及其

生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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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支出型贫困研究尚存的不足，笔者尝试以家庭为分析单位，分析支出型贫困家庭的群体特征、贫困现状及其生成机制，

探讨支出型贫困治理的有效路径。研究数据来源于笔者 2015 年 8～9 月在湖北省黄石市、十堰市、武汉市所做的调查。调查采

用多阶段抽样方法:在每市各抽取一个中心城区和一个远城区(县)；在每个中心城区抽取 6 个不同类型社区，分别是 1个商品房

小区、1 个单位型小区、1 个老旧社区、1 个城中村社区、1 个旧城保护社区和 1 个安置型社区，在每个远城区(县)分别抽取 1

个中心城区小区、1 个城郊接合部小区、1 个乡镇驻地社区和 1 个农村社区；在各社区运用等距抽样方法抽取 30 个户主样本进

行问卷调查。调查发放 720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528 份，有效回收率为 73．33%。

在本文中，支出型贫困家庭是指:因家庭成员罹患疾病、子女上学、突发事件等原因，造成家庭刚性支出过大，远远超出家

庭承受能力，使家庭实际生活水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短期内(连续 6个月)不可能改变的城乡困难家庭。基于上述定义，

本文依据家庭是否有风险经历、风险经历是否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发生了严重困难两个标准来识别支出型贫困家庭，即将遭遇了

风险经历并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发生严重困难，且截至调查年度仍然处于严重困难状态的家庭界定为支出型贫困家庭。在 528 个

有效样本中，有风险经历的家庭 281 户，因风险经历导致基本生活发生严重困难的家庭 186 户，在 2015 年基本生活仍然严重困

难的家庭 136 户，即本文所说的支出型贫困家庭户。

二、支出型贫困家庭的贫困表征

(一)支出型贫困家庭的群体特征

1．支出型贫困家庭主要分布于低收入水平社区

已有研究表明，贫困人口多集中在低发展水平地区
［5］

。本文的统计结果显示，支出型贫困家庭的社区分布特征与贫困人口

社区分布的一般特征一致:旧城保护区的支出型贫困家庭比例最高，达到 33．3%；安置型社区和农村社区次之，分别为 31．7%

和 31．3%；商品房小区的比例最低，为 15．2%。从城中村社区到商品房小区，支出型贫困家庭占比逐渐降低。

表 1 社区类型与家庭类型(是否发生了支出型贫困) 交叉列联表

支出型贫困 商品房小区 单位型小区 老旧社区 城中村社区 农村社区 安置型社区 旧城保护区

否 56(84.8%) 74(76.3%) 73(76.0% 51(73.1%) 68(68.7%) 43(68.3%) 8(66.7%)

是 10( 15.2%) 23(23.7%) 23(24.0%) 21(26.9%) 61(31.3%) 20(31.7%) 4(33.3%)

相关系数 0.086* *

注: **P＜0．01。

2．支出型贫困家庭劳动力少，教育负担重

已有研究指出，家庭抚养率高
［6］

、人口负担重
［7］

可能导致家庭陷入贫困。本文研究验证了上述观点:家庭劳动力数与是否

发生支出型贫困呈显著负相关，家庭受教育人数与是否发生支出型贫困呈显著正相关。具体而言，支出型贫困家庭户均劳动力

数量为 1．6人，较未发生支出型贫困的家庭少 0．34 人；支出型贫困家庭中的当前平均受教育人数为 0．79，较未发生支出型

贫困的家庭多 0．1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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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支出型贫困家庭关系网络资源贫乏

社会关系分为强关系、弱关系、强弱关系和弱强关系四种类型
［8］

。家庭是个体获得社会支持的最基本单位
［9］

，以亲缘关系

为代表的强关系是家庭的主要社会支持来源
［10］

。已有研究指出，以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为载体的社区帮困网络在社会支持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
［9］

。为此，本文用家庭成员及亲属朋友在政府、村(居)两委的任职情况来测量其强关系资源。统计结果显示，在

支出型贫困家庭中，有家庭成员、亲属朋友在政府部门、村(居)两委任职的分别占 7．4%和 5．8%，较未发生支出型贫困的家庭

分别低 11．8%和 13．0%，支出型贫困家庭强关系网络层次显著低于未发生支出型贫困的家庭，其强关系网络资源也较为贫乏。

表 2 不同家庭类型(是否发生了支出型贫困) 部分家庭结构特征对比

分类
发生了支出型贫困的家庭均值

（标准差）

未发生支出型贫困的家庭均值

（标准差）
相关系数

劳动力数量 1.60(1.418) 1.94(1.497) -0.128 * *

非农业劳动力数量 1.38(1.345) 1.72(1.400) -0.129 * *

当前受教育人数 0.79(0.789) 0.61(0.808) 0.114 * *

注: **P＜ 0．01。

表 3 不同家庭类型(是否发生了支出型贫困) 家人、亲属朋友任职情况分布表

任职情况

家庭成员在政府或村（居）两委任职 家属、朋友在政府或村（居）两委任职

发生支出型贫困

频次（百分比）

未发生支出型贫困

频次（百分比）

相关

系数

发生支出型贫困

频次（百分比）

未发生支出型贫困

频次（百分比）

相关

系数

是 10(7.4%) 75( 19.2%) 8(5.9%) 74( 18.8%)

0.123 * * 0.131 * *

否 125(92.6%) 317(80.8%) 127(94.1%) 321(81.2%)

注: * P＜0．05，**P＜0．01;个案相加不等于 528 是因为有缺失值。

4．支出型贫困家庭风险遭遇多发

与收入型贫困不同，支出型贫困主要是由家庭的刚性支出过大引起的，而刚性支出与风险经历直接相关。统计结果显示，

支出型贫困家庭遭遇风险的比例显著高于未发生支出型贫困的家庭。在支出型贫困家庭中，83．8%的家庭有成员遭遇了重大疾

病，20．6%的家庭教育开支负担过重，13．2%的家庭中有成员遭遇意外伤残，还有 10．3%的家庭有成员遭遇过交通事故；而未

发生支出型贫困的家庭，四者比例分别为 23．2%、11．0%、4．6%、3．6%。

表 4 不同家庭类型(是否发生了支出型贫困) 风险经历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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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经历
发生支出型贫困的家庭 频次（百分

比）

未发生支出型贫困的家庭 频次（百分

比）
相关系数

自然灾害 3(2.2%) 4(0.8%) 0.045

火灾 1(0.7%) 2(0.4%) 0.013

交通事故 14(10.4%) 14(2.7%) 0.131 * *

意外伤残 18(13.3%) 18(3.4%) 0150 * *

重大疾病 114(83.7%) 90(17.3%) 0.546 * *

教育负担过重 28(20.7%) 43(8.2%) 0.123 * *

注: **P＜ 0．01。

(二)支出型贫困家庭的贫困现状

1．支出型贫困家庭收支缺口大

如表 5所示，支出型贫困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为 30810．98 元，较未发生支出型贫困的家庭低 23775．89元。2015 年，国家

贫困线标准为人均年收入 2800 元，支出型贫困家庭的平均年收入要远远高于国家贫困线。但是，支出型贫困家庭的年净收入均

值为－16030．08 元，与未发生支出型贫困的家庭的差额是 28155．22 元，可见，单纯的收入和支出都不是导致支出型贫困的必

然原因，支出型贫困是收入和支出共同作用的结果，收不抵支是支出型贫困家庭的典型特征。

表 5 不同家庭类型(是否发生了支出型贫困) 收支比较

类别
发生支出型贫困的家庭

均值（标准差）

未发生支出型贫困的家庭

均值（标准差）
相关系数

总收人（元） 30810.98(49541.847) 54586.87(26341.783) -0.323 * *

总支出（元） 47595.00(37562.895) 41096.47(42260.015) 0.073

收支差（元） -16030.08(39698.768) 12125.14(38485.501) -0.041 * *

注: **P＜ 0．05。

2．支出型贫困家庭生活资料匮乏

如表 6 所示，除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外，支出型贫困家庭在大件生活资料的普及率全面低于未发生支出型贫困的家庭。此外，

7．6%的支出型贫困家庭没有任何大件生活资料，高于未发生支出型贫困的家庭的 2．3%，不难看出，支出型贫困家庭的生活资

料更加匮乏，生活水平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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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不同家庭类型(是否发生了支出型贫困) 大件生活资料占有率对比

消费品
发生支出型贫困的家庭

频次（百分比）

未发生支出型贫困的家庭

频次（百分比）
相关系数

全自动洗衣机 70(53.0%) 297(77.1%) -0.232 * *

电冰箱/冰柜 109(82.6%) 359(93.2%) -0.159 * *

液晶电视机 51(38.6%) 258(67.0%) -0.265 * *

空调 75(56.8%) 320(83.1%) -0.273 * *

热水器 66(50.0%) 283(73.5%) -0.225 * *

电脑 35(26.5%) 234(60.8%) -0.314 * *

电动自行车/摩托车 41(31.1%) 112(29.1%) 0.016

家用汽车 3(2.3%) 68(17.7%) -0.202 * *

以上都没有 10(7.6%) 9(2.3%) 0.130 * *

注: **P＜ 0．01。

三、支出型贫困家庭的类型分布和生成机制

(一)支出型贫困家庭的类型分布

对于支出型贫困家庭的类型划分，本文主要根据风险经历以及致贫过程进行考察，并将其操作化为风险诱因多寡和致贫周

期长短两个维度。根据风险诱因多寡，可将支出型贫困划分为单因型贫困和多因型贫困两种类型；根据致贫周期长短，可将支

出型贫困划分为突生型贫困和渐生型贫困。综合两个维度，便形成了支出型贫困家庭的四种类型，即单因突生型贫困家庭、单

因渐生型贫困家庭、多因突生型贫困家庭和多因渐生型贫困家庭(见表 7)。

表 7 支出型贫困家庭类型分布表

致贫诱因

致贫周期

突生型 渐生型

单因型 单因突生型贫困家庭 单因渐生型贫困家庭

多因型 多因突生型贫困家庭 多因渐生型贫困家庭

1．单因突生型贫困家庭

单因突生型贫困家庭的典型特征是:家庭遭遇的风险是单一的，但风险遭遇的打击过大、过急，超出了家庭的承受能力，从



6

而导致家庭突然陷入贫困。在遭遇风险之前，这类家庭的生活条件可能并不差，有的甚至已经达到小康水平，但由于无法应对

不期而至的风险遭遇及由此形成的突然打击，最终还是陷入了贫困。可见，在单因突生型贫困中，风险因素的破坏性极强，哪

怕是比较殷实的家庭都难以承受。如在案例 1中，单一的风险因素是交通事故。A家庭在遭遇风险打击之前生活相对殷实，但突

如其来的车祸给 A 家庭带来了巨额的医疗支出负担，大大超出了家庭的承受范围，从而使之陷入绝对贫困。

案例 1:A 家庭原本有六口人，包括两个老人，两个未成年人和两个成年人。两个老人以前都在毛毡厂工作，其中一个老人

在 1992 年前因为眼睛疾病退休，但是每月有 1500 元的补助，另一个老人也有退休金。老人的儿子以前在工地工作，家里面还

有两辆车，一家人的生活并不贫困。2012 年，老人的儿子在工地出了交通事故，身体瘫痪，彻底丧失了劳动能力，而且也没有

得到相应的赔偿。仅仅去年一年，A 家庭就为此花费了 20 万的医疗费，两台车全都搭了进去，之后又向亲戚借了不少钱。儿媳

妇在刚出事的时候就跑了，现在家里面没有劳动力，只能靠低保金和补助过日子，还有孩子要上小学。

2．单因渐生型贫困家庭

单因渐生型贫困家庭的典型特征是:家庭遭遇的风险因素是单一性的，但家庭的贫困处境却是累积性的。与单因突生型贫困

不同，单因渐生型贫困家庭遭遇的风险不一定有很强的破坏力，但由于单因渐生型贫困家庭的生活境况本来就差，长期处于贫

困边缘，当风险来临时，原本徘徊在贫困边缘的家庭便因为负担的进一步加重而陷入贫困。从这个意义上讲，长期的艰难处境

是单因渐生型贫困的“发酵剂”，单一风险经历则是单因渐生型贫困的“导火索”。如在案例 2中，劳动力素质低下(户主与丈

夫的受教育程度低、儿子有智力障碍)是 B家庭发展的长期阻碍因素，使得该家庭长期徘徊在贫困边缘；户主的宫颈癌则成了压

垮 B 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使原本就艰难度日的家庭彻底陷入贫困。

案例 2:B 家庭共有三口人，户主、丈夫和儿子。户主今年 58 岁，丈夫今年 62 岁，两人的受教育程度都不高，户主基本上

没上过学。户主的女儿已经出嫁，儿子今年 28岁了，但是智力有问题，以前出去打工总是没干几天就让人赶回来，现在待在家

里，还没有成家。2013 年，户主患了宫颈癌，化疗了 6次，花费了好几万，基本上丧失了劳动能力。现在家里面主要靠丈夫在

外面打零工，一年大概有七八千的收入，户主每月有低保金 160 元。B家庭现在最主要的开支就是户主的医疗费，政府的补助对

看病的帮助并不大，看病往往需要找亲戚借钱。户主现在的腿部有疾病，而且其丈夫也有脑血管阻塞，但是没有钱去治疗。现

在 B 家庭没有房子，全家都住在工棚里面，工棚是 2004 年拆迁的时候搭建的，夏天热，冬天冷，但是户主也没有别的办法。

3．多因突生型贫困家庭

与单因突生型贫困相比，多因突生型贫困家庭的生成过程没有本质差异，都是由于家庭突然遭遇风险打击而造成。不同的

是，多因突生型贫困家庭经历的风险遭遇更多，有风险遭遇的家庭成员更广。风险遭遇不仅造成家庭刚性支出负担过重，而且

牵制了家庭劳动力，影响了家庭经济生产，因而使家庭贫困复杂程度更高。如案例 3 中，C家庭在同一年连续遭遇工伤事故和车

祸两种风险经历，这一方面使其家庭医疗开支负担陡增，另一方面使该家庭失去了主要劳动力和稳定的收入来源，从而使该家

庭陷入绝对贫困。

案例 3:C 家庭现在有三口人，夫妻俩再加上正在上大学的儿子。该家庭在 2010 年连续遭遇了两次重大的打击，首先是丈夫

出现了工伤事故，接着在年底妻子又出了车祸。如今，夫妻俩都缺乏劳动能力，妻子被车撞了，身体不行，还要照顾受过严重

工伤的丈夫，家里面没有人出去挣钱。家里的经济来源包括丈夫之前所在单位发放的生活费，一个月 900 元，此外，妻子申请

了低保，一个月 360 元。现在儿子在上大学，一年下来的学费和生活费差不多要 2 万元，这些费用都是靠儿子的叔叔接济的。

家庭的医药开支也很大，丈夫一个月的药费要 900 多，妻子也要花费一定的医药费。家里面吃的米是老家送过来的，妻子开垦

了一块菜地用来种菜。现在一家人的生活非常困难，只能勉强度日。

4．多因渐生型贫困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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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渐生型贫困家庭起初徘徊在贫困边缘，随着不同风险的相继到来，家庭的刚性支出逐渐增加，进而陷入绝对贫困。与

单因渐生型贫困家庭相似，在遭遇风险之前，多因渐生型贫困家庭长期处于贫困边缘；与多因突生型贫困相似，多因渐生型贫

困家庭先后遭遇了多次风险经历。因此，这类家庭比其他类型支出型贫困家庭的处境更为艰难。如在案例 4 中，D家庭因户主患

慢性病而长期徘徊在贫困边缘，但尚不属于绝对贫困家庭。2014 年，户主儿子罹患心脏病进一步加剧了家庭的开支负担，随之

发生的儿子劳动能力受损、儿媳妇离家出走等变故，使 D 家庭收入锐减，再加上孙子逐年增加的教育开支，导致家庭已不堪重

负，陷入彻底的贫困。

案例 4:D 家庭有四口人，户主和丈夫，以及儿子还有孙子。户主今年 62岁，2006 年患上了红斑狼疮，此后一直受此疾病困

扰，慢慢发展成了长期的慢性病，每个月要花费好几百元的医药费。2014 年户主的儿子做了心脏手术，对该家庭造成了很大的

打击，儿媳妇也因此与儿子离了婚。户主的孙子在读六年级，一年的花费也要七八千，这对该家庭而言是个不小的负担。户主

的丈夫是钢铁厂的退休工人，每个月有 1000 多元的退休金，这是目前家里面的主要收入来源。户主儿子和孙子都有低保金，加

上丈夫的退休工资，该家庭一个月有接近 2000 元的收入，而该家庭目前一年的开支至少有两万多，包括户主的医药费，儿子的

医药费以及孙子上学的费用。该家庭目前已经完全处于贫困状态，靠政府的救助才能勉强维持生计。据户主反映，该家庭目前

急需医疗、教育方面的救助。

事实上，无论是何种类型的支出型贫困，对家庭生计的负面影响都是巨大的，这主要是风险遭遇导致的刚性支出所致。与

单因型贫困家庭相比，多因型贫困家庭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刚性支出的项目更多；与突生型贫困家庭相比，渐生型贫困家庭

的情况更加复杂，家庭的抗风险能力更弱，风险遭遇往往只是最后的推手。可见，从单因突生型贫困家庭到多因渐生型贫困家

庭，贫困的复杂程度往往是逐渐加深的。在复杂程度更高的支出型贫困类型中，风险因素不仅导致刚性支出的增加，而且会减

损家庭劳动力，进而影响家庭收入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讲，支出型贫困是支出和收入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支出型贫困家庭的生成机制

贫困是制度、环境、文化、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1］

，受到宏观、中观、微观多层次的影响
［12－14］

。

就支出型贫困的形成机制而言，有学者认为居民需求的增长、消费成本的增加、失业和疾病等是造成支出型贫困的重要原因
［15］

；

也有学者认为，支出型贫困的原因既包括需求的增加，也包括成本的上升及其带来的支出剧增
［1］

；还有学者指出，支出型贫困

的根本原因在于对贫困内涵的界定过于狭隘，没有把健康、教育等需求作为基本需求
［4］

。上述研究多关注支出负担等外生条件

对支出型贫困家庭的影响，忽视了家庭抗逆力等内源因素及社会保障等结构性因素的潜在作用。基于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尝

试从风险遭遇、家庭韧性、家庭成员发展动力和社会保障四个方面分析支出型贫困的生成机制。在分析过程中，以“家庭是否

发生了支出型贫困”为因变量，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风险遭遇、家庭韧性对支出型贫困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 8。

表 8 支出型贫困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p Exp( 3) 3 Exp⑻

风险因素（参照组：0 =未经历）

交通事故（1=经历过） 0.948 + 2.581 1.941 * 6.969

意外伤残（1=经历过） 1.890 *** 6.619 1.551 * 4.716

重大疾病（1=经历过） 3.210 *** 24.769 3.907 *** 49.736

教育开支负担过重（1=经历过） 0.905 * 2.471 0.932 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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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人数 0.451 * * 1.569 0.763 * * 2.145

家庭韧性

LglO（家庭现住房面积） -1.619* 0.198

家庭其他房产数 -1.734* * 0.177

家庭非农劳动力占适龄劳动人口比重 -0.809 + 0.445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自我感知

（参照组：中层及以上）

中下层 2.467 * * 11.793

下层 3.235 *** 25.414

常量 -3.499 *** 0.030 -2.739+ 0.065

-2 的自然对数 391.406
a

169.485
a

Cox & Snell R 方 0.316 0.463

Nagelkerke R
2

0.463 0.665

注: + P＜ 0．1，* P＜ 0．05，**P＜ 0．01，***P＜ 0．001。

用相关分析法来探讨家庭成员发展动力和社会保障对支出型贫困的影响
①2
，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

1．风险遭遇是造成支出型贫困的直接诱因

回归分析发现，受教育人数、教育开支负担过重、交通事故、意外伤残、重大疾病对支出型贫困的形成均存在显著影响。

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重大疾病，有成员遭遇重大疾病的家庭发生支出型贫困的概率是没有遭遇的 49．74 倍。其次是意外伤残，

有成员遭遇意外伤残的家庭发生支出型贫困的概率是没有遭遇的 6．97 倍。再次是交通事故，有家庭成员遭遇交通事故的家庭

发生支出型贫困的概率是没有遭遇的 4．72 倍。最后是教育负担过重的影响，遭遇教育开支负担过重的家庭发生支出型贫困的

概率是没有遭遇的 2．47 倍。在控制家庭韧性变量之后，教育开支负担过重的影响不再显著，但家庭受教育人数的影响力开始

上升，家庭受教育人数每增加一人，支出型贫困的发生率增加 114．5%。

2．家庭韧性差是造成支出型贫困的内在根源

贫困与家庭的脆弱性相关，脆弱性是指家庭面临风险并由此导致生活质量下降到特定水平之下
［16］

。与脆弱性相对应的是家

庭的韧性，家庭韧性是家庭应对压力的特性与能力
［17］

。家庭韧性概念多出现在医学、护理学和心理学等领域，学者们主要从家

庭成员的责任、控制和挑战三个方面来进行操作化
［18］

。在社会学领域，王思斌提出了社会韧性的概念，认为社会韧性是一种维

持结构发展的特性，其作用主要是避免社会结构走向崩溃，其本身是一种社会抗逆力
［19］

。与社会韧性相类似，本文将家庭韧性

理解为一种家庭抗逆力，表现为家庭面临危机时发挥正向作用的一面
［20］

，其本身是一个修复、调适与关系重建的过程
［21］

。

2 ① 问卷调查过程中，课题组仅调查了户主是否享有相关社会保障待遇及其个人效能感。本研究的分析单位是家庭，如仅将户

主是否享有保障待遇和个人效能感纳入回归模型，会犯“简化论”的错误，即用个人层面的自变量解释家庭层面的因变量。为

此，本文没有将上述两类变量纳入回归分析模型，而是通过分析户主社会保障现状、个人效能感等来探讨家庭成员特征与家庭

支出型贫困之间的潜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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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韧性对支出型贫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房屋居住面积、其他房产数、非农劳动力所占

比重和家庭地位的自我认知。其中，房屋面积、房产数是家庭的资产；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关系到家庭拥有的资源和成员的自我

效能感；非农劳动力比重关系到家庭的开源与创收
①3
。具体来说，房屋居住面积的对数每增加一个单位，支出型贫困的发生率会

降低 80．2%；房产数每增加一个单位，支出型贫困的发生率会降低 82．3%；非农劳动力比重每增加一个单位，支出型贫困的发

生率会降低55．5%。与中层及以上的家庭相比，户主的社会经济地位自我感知在中下层的家庭发生支出型贫困的概率要高出 10．79

倍，在下层的家庭要高出 24．41 倍。可见，家庭韧性越弱的家庭越难以应对各种风险，因而也就越容易陷入支出型贫困。

进一步分析发现，有 53．2%的样本家庭遭遇过风险经历，但只有 25．8%的样本家庭陷入支出型贫困，表明风险遭遇仅是支

出型贫困的诱因，家庭韧性差才是支出型贫困的内在根源。

3．家庭成员发展动力不足是支出型贫困持续的主观原因

贫困的形成固然与风险遭遇及家庭韧性有关，但家庭成员能动性不足也可能导致贫困。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类型与户

主个人效能感显著相关，表明家庭成员发展动力不足是支出型贫困持续的主观原因(见表 9)。

表 9 家庭类型(是否发生了支出型贫困) 与个人效能感交叉列联表

户主效能感

支出型贫困家庭 非支出型贫困家庭

相关系数

赞同 不赞同 赞同 不赞同

当今社会，个人命运是注定的 54(40.3%) 80(59.7%) 93(25.0%) 279(75.0%) 0.149 ***

减贫、脱贫主要靠政府和社会 75(56.0%) 59(44.0%) 160(42.8%) 214(57.2%) 0.117* *

我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 85(63.4%) 49(36.6%) 298(81.0%) 70( 19.0%) -0.183 ***

注: **p＜ 0．01; ***p＜ 0．001。

一是家庭脱贫动力不足，主要表现为支出型贫困家庭成员的宿命论观念严重，摆脱困境的意愿不强。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在支出型贫困家庭样本中，40．3%的户主认为“当今社会，个人命运是注定的”；在未发生支出型贫困的家庭样本中，持相同

观点的户主比例仅为 25．0%。受宿命论观念影响，支出型贫困家庭成员往往安于贫困，改变现状的意愿不足。

二是自立意识不强，主要表现为支出型贫困家庭成员习惯于“等、靠、要”，福利依赖倾向严重。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在

支出型贫困家庭样本中，56．0%的户主认为“减贫脱贫主要靠政府和社会”；在未发生支出型贫困的家庭样本中，持相同观点

的户主比例为 42．8%。受“等、靠、要”思想影响，支出型贫困家庭成员自立脱贫的动力较为缺乏。

三是脱贫的信心不足，主要表现为支出型贫困家庭成员对未来生活的信心不足。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在支出型贫困家庭样

本中，36．6%的户主对未来生活缺乏信心；在未发生支出型贫困的家庭样本中，仅有 19．0%的户主对未来生活缺乏信心。对未

来生活信心的不足，反映出支出型贫困家庭成员的自我效能感低，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因为看到不希望，往往会失去努力奋斗

的动力和方向。

3 ① 调查发现，不少家庭中处于劳动年龄的人数并不等于实际劳动力数。本文在此处计算非农劳动力占 18～59 岁人口数的比

重，能够较好地反映家庭的劳动力结构，也更能体现家庭抗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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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会保障不足是形成支出型贫困的外在结构因素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见表 10)，是否有“养老保险或退休金”“公费医疗或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均与

家庭是否发生支出型贫困存在显著负相关，表明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能抑制支出型贫困的发生。在户主享有“基本养老保险

或退休金”的样本中，支出型贫困家庭的占比为 16．0%，远低于没有相关保障的样本中支出型贫困家庭的占比(31．3%)；在户

主享有“公费医疗或基本医疗保险”的样本中，支出型贫困家庭的占比为 16．0%，远低于没有相关保障的样本中支出型贫困家

庭的占比(30．3%)；在户主有“工伤保险”的样本中，支出型贫困家庭的占比为 15．1%，远低于没有相关保障的样本中支出型

贫困家庭的占比(28．3%)。可见，社会保障不足是形成支出型贫困的外在结构因素。

表 10 社会保障待遇享有情况与家庭类型(是否发生了支出型贫困) 交叉列联表

是否为支出型 基本养老保险或退休金 公费医疗或基本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

贫困家庭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是 28(16.0%) 36(31.3%) 27(16.0%) 37(30.3%) 21(15.1%) 43(28.3%)

否 147(84.0%) 79(68.7%) 142(84.0%) 85(69.7%) 118(84.9%) 109(71.7%)

相关系数 -0.181** -0.171** -0.159* *

注: **p＜0．01。

四、支出型贫困的治理路径

本文以家庭为分析单位，分析了支出型贫困家庭的群体特征、贫困现状及其生成机制。研究发现:风险遭遇是支出型贫困的

直接诱因，家庭韧性弱是支出型贫困的内在根源，家庭成员发展动力不足是支出型贫困持续的主观原因，社会保障不足是支出

型贫困的外在结构因素。为此，支出型贫困治理应着眼于提高贫困家庭的家庭韧性，优化贫困家庭的发展环境。

(一)强化以“救急难”为主体的支出型贫困临时社会救助体系

在所有风险因素中，重大疾病对支出型贫困家庭的影响最大。重大疾病对支出型贫困家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对于

突生型支出型贫困家庭而言，重大疾病往往类似于“飞来横祸”，它消耗了家庭已有的积蓄，导致了家庭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

对于渐生型支出型贫困家庭而言，重大疾病往往类似于“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长期处于贫困边缘的贫困家庭往往因为

无法筹措到足够的医疗费用而贻误了家人的最佳治疗时机，进而加剧了家庭贫困。因此，应本着“救急难”的精神，完善“城

乡居民大病医疗保险”“城乡困难家庭大病救助制度”，建立起“先治疗、后赔付”的重大疾病保险救助体系。

(二)探索适合支出型贫困家庭劳动力结构特征的贫困帮扶体系

重大疾病对支出型贫困家庭的影响不仅是巨额的医疗支出，还包括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因为重大疾病患者不仅本人丧失了

劳动能力，往往还需要家庭成员的陪护，从而使得家庭的有效劳动力骤减。调查发现，重大疾病患者固然离不开家庭人员的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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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但对于大多数患者而言，他们并不需要家人全天候看护或陪护。事实上，大量作为家庭陪护人员的劳动力处于一种闲置状

态。因此，为家庭陪护人员提供以“来料加工”“家庭作坊”“订单作业”“网店”“微店”为主的就业服务，是拓展支出型

贫困家庭收入来源的有效路径。

(三)发掘支出型贫困家庭的自我发展动力

在支出型贫困家庭中，家庭成员的脱贫动力不足、自立意识不强、自我效能感低。这种消极的心态抑制了支出型贫困家庭

的发展潜能，进而恶化了其家庭贫困处境。对此，应积极开展相应的社会工作，对当事人进行心理疏导，增强当事人对生活的

信心；运用社会工作中的优势视角来激发当事人的潜能，助人自助，增强其主观效能感，培养其自我发展动力。

(四)增强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减贫效用

首先，要加大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大病互助保险等社会保险宣传力度，引导城乡居民持续参保；其次，要拓展大病救助

病种目录和药品目录，让更多困难家庭能够及时得到有效帮助；再次，要积极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和长期护理救助制度，帮助因

病致贫支出型贫困家庭缓解人工护理负担，释放该类家庭的劳动力资源，助推该类家庭通过“开源”摆脱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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